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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争鸣

“体育是什么”的本体论沉思与当代重建

高　强1,2，周　乐1，解　忍1

（1. 华东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上海 200241；2. 华东师范大学 中法体育科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241）

摘　要:  “体育是什么”一问居于当前体育哲学研究的核心，对其展开的本体论沉思形成了体育哲学的本体论思想与理

论重建，具体体现为本体思维方式与本体论理论建构间的流变过程。作为两种基本的本体思维方式，“是之所

‘是’”强调本体的概念规定，“是之为‘是’”注重本体的结构生成，二者在中西体育哲学思想史中形成了各自

的本体论理论嬗变。西方体育哲学的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传统在两种本体思维方式区分下分别形成了“游戏

说”与“身体说”体育哲学本体论说，中国传统哲学试图整合两种本体思维方式，形成了“目的说”与“人本说”

的体育哲学本体论说。在中西哲学交融背景下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将“所是”与“为是”两种本体思维方

式融入人类历史与心理结构的生成过程，以此重构体育哲学的本体论研究和“问答”的思维方式，形成体育实

践中人类普遍性知识，继而在形上之域整合人在面对体育实践时触发的“沉思”与“言说”的隔阂，完成对体育

哲学理论与学科任务的重新考量。

关键词:  体育概念；体育本质；本体论；西方哲学；中国哲学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498（2024）07-0001-14 DOI：10.16099/j.sus.2023.04.19.0004

 

1　作为本体之问的“体育是什么”

关于“体育是什么”的争议经久不衰，历久弥新：

一方面体现为一种“研究”，是一种人在特定场域下对

特定对象展开的特定学科性思维方式，并最终需要呈

现为一种体育哲学的理论形式；另一方面也是人类个

体性经验向整体性经验的跨越过程，其中凝聚了从基

于个体经验对体育形成感知到基于人类整体性经验对

体育形成判断的哲学思辨过程，最终呈现为“体育”概

念。前者需要厘清从形成“思维方式”到实现“理论形

式”的发展过程，但本体论理论有着较为明显的中西哲

学传统之别和难以通约的隔阂；后者则体现为人的一

种普遍性认知形式的育成，需要在体育哲学的理论体

系中重新思考经验作为人类知性与理性的源头地位[1]，

从而认清人在对体育的认知过程中如何达到个体性与

整体性的贯通。鉴于体育本身存在跨文化性与历史传

承性，也随着体育比赛与活动的日趋国际化，中西本体

论的理论隔阂能够在人的本体思维方式中得以一定程

度的化解。

由此便为“体育是什么”带来了更为深沉的理论

与学科内涵。“体育是什么”之问既不同于在体育政

策的规划策略、体育产业项目企划方案中基于某些特

定要求对体育的内涵进行规定，也不同于在纯哲学领

域从思想到概念的凝练，其是在具体的实践领域中人

的本体思维方式的哲学展开过程：于思维一维是一种

人在体育领域实现由个体及整体、由具体至抽象的人

类思维的凝聚；于理论一维是将前者置于本体论研究

系统中进行理论表达。只有汇聚两者，体育哲学的本

体论才能获得坚实的人类经验基础。以此反观体育哲

学研究与人对体育概念的日常使用，中外体育哲学学

者虽不乏对“体育是什么”的深入讨论，但如要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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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具有哲学特质的体育哲学本体论研究，就需要同时

考量本体思维方式的形成与本体论理论的熔铸，并使

其在体育的个体性经验向整体性经验传递的过程中得

以逻辑体现。

这为对“体育是什么”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讨论路

径。在经验生成概念的过程中，“体育是什么”既需要

考量个体的人在具体场景下对体育概念的日常使用，

也涉及人对众多体育项目、体育实践的整体性认识。

在日常使用中，“体育”概念往往会化身于“体育课”

“体育局”“体育心理学”“中西体育文化”等具体的表

述之中，这就让使用者更多地在课程、行政机构、学科

建设、文化等范围内考量“体育是什么”，进而思考体

育的内容与功能。可见人们对“体育是什么”的追问

体现了明显的哲学辩证思维过程，对其的沉思既需要

“入乎其中”，即将体育中人类思维的孕育与展开过程

在哲学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铺陈，亦需要“出乎其

外”，即对体育概念的讨论需要跨越知识与文化的壁

垒，在“共识”的基础上形成整体性与抽象性意义。

综上不难看出，对“体育是什么”的追问需要发生

方向性变更：当面对“体育是什么”之问时，首先需要

考量的是这个问题本身蕴含的思维方式，一种关于谓

词“是”的本体思维的逻辑结构。其次在“是”的思维

逻辑结构下引发“是什么”，即体育哲学学者对体育本

质的种种界说；从“是”的思维逻辑变动到“是什么”的

理论界说改观，势必引发在体育实践中人类理性思维

方式的整体改变，以重新凝聚“体育”的概念为旨归。 

2　“体育是什么”之“是”：两种本体思维方式
 

2.1　本体思维方式：“是之所‘是’”与“是之为‘是’”

作为体育哲学问题的“体育是什么”并不指向众

多具体的体育项目的集合，而是在本体论层面上对体

育的本质进行沉思。本体（ontology）作为概念术语最

先出现于哲学领域，对于其具体所指曾有过诸多争

议。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对“本体”进行分类：

“以实物为本体（水、火、地等自然实物）与实物之外限

为本体（点、线、面等数理单位）、可感觉事物本体与永

恒本体。”[2]142-143 在众多的“本体”中，亚里士多德[2]147

将其归结为：“某物是什么——其原义所指为本体，其

狭义则指其他范畴（量、质等）。”因此，关于本体思维

方式又是对“事物之‘是’得以为‘是’的原始底层”所

发起的追问。本体论研究关乎逻辑意义上的“是之所

‘是’”与思维发展过程中的“是之为‘是’”两方面，即

从“未被定义的现实存在”成为“明确定义的概念”的

过程。

后世学者也分别从发生学、逻辑学、分析哲学以

及语言学等理论视角对本体进行过诸多解释、规定与

争论，使得事物的“本体是什么”的讨论成为哲学研究

不可回避的难题[3]。追本溯源，亚里士多德所开启的对

事物本体的讨论展开了“是之所‘是’”与“是之为

‘是’”两个不可偏废却又时刻处于此消彼长过程中的

思维方式，并在众多的哲学流派中形成了多样的本体

论理论解释。在当前哲学研究中，分析哲学流派所偏

重“是之所‘是’”的思维方式为一时之主流，多将本体

视为一种概念的表达，通过语言，如词源的推理与词义

的分析归纳等方式做出“A 是······”的概念界定。譬

如，亚里士多德[2]39 曾以人的本体定义为例式进行说

明：“怎样是人——人是理性的动物。怎样是理性的动

物——这是理性的有感官的活体。”这样从一个定义

引致另一定义，总是无尽地进行倒推。可见单纯地在

“是之所‘是’”层面上对事物做出本体判断容易滑向

概念上的无穷倒推。

“是之为‘是’”则多显现为以欧洲大陆哲学理论

为载体，强调生成性结构的本体思维方式，它将对某物

进行非此即彼的静态化、平面化与单向化的本体概念

界定式转变为充满张力感、立体感与流动感的动态化

本体结构的形成式表述。可以说，每一项本体定义均

从本体结构中生成，追问本体的定义恰是在追问存在

本身，而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本体结构的存在。关于其

中关系，海德格尔[4]8 曾指出：“无论我们怎样讨论存在

者，存在者总已经是在存在已先被领会的基础上才得

到领会的。”因此，如要认清本体的定义所“是”，首先

需要对后者的本体结构（存在）有所领会才有可能。尽

管我们还不能从概念上确定这个本体结构意味着什

么，但当问到本体的定义是什么时，我们就已经栖身在

对“本体（结构）”的某种领会中了。但“是之为‘是’”

的本体思维方式容易使概念陷入费耶阿本德“怎么都

行”的无政府主义之中。 

2.2　体育哲学中的本体思维方式

本体思维方式有其延展性，并不局限在哲学理论

的阐述、对世界本原的追问之中，而同时会侵染人类在

具体生活实践中的思维方式。“是之所‘是’”与“是

之为‘是’”的本体思维方式影响了学者对体育本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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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形成聚焦明确的争议，并在既往关于体育概念与

本质的两次学术研讨中得到了一定的彰显。第一次是

在 1982 年的“烟台会议”（第一次全国体育科学代表

大会）上，主张对体育本质的理解并不应完全局限于体

育教育，而要在更广的社会、文化、政治以及群体参与

层面进行考虑，将体育进行放大。于是就有了后期的

“真义体育观”学者（如林笑峰[5]、韩丹[6] 等）与“大体

育观”学者（如熊斗寅[7]、胡晓风[8] 等）间的激烈学术辩

论。第二次是在 2019 年成都体育学院举办的“体育概

念及其价值功能的再认识”学术笔谈专题活动中，卢元

镇[9]、任海[10]、高强[11] 等重新梳理了体育本体的概念、

特征、界定逻辑、哲学思辨以及演进趋向等内容，尽管

对如何认识体育做了更进一步的确认，但其间仍未达

成一致性表述与共识。可以说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在有关体育学基本原理的争议中，“体育是什么”

这一问题仍然悬而未决[12]。但是在“是之所‘是’”与

“是之为‘是’”的区分下就能转变争议的焦点，形成更

为有效的推进。

依据“是之所‘是’”与“是之为‘是’”的区分，多

年间各个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如词源学、教育

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对体育本质展开“体

育是什么”的思考，进一步展现了体育哲学中的本体思

维方式，但也因各自理论视域的差异性而形成了相互

的质疑与反驳。首先在“真义体育观”与“大体育观”

之间的争论中，无论是将体育本质的着眼点专注于教

育层面，还是将体育本质分散在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功

能实现层面，均是立足于“是之所‘是’”的本体思维方

式展开的探索。在“是之所‘是’”的形而上式断言中，

尽管体育本质具备了千般面孔，却失去了生成性。

不同于“是之所‘是’”本体思维方式下对体育本

质概念的虽多维度但静态化的解读，在“是之为‘是’”

本体思维方式下对体育本质的探究更倾向于在“概念

化”过程中探究“体育”概念的生成过程，从而形成对

体育本质的思考。体育本质在“是之为‘是’”本体思

维方式下是一个不断流变与生成的“本体结构”，它承

载着人对体育本质展开思考时各种规定性的孕育与凋

零。进而言之，人类思维的规定性生成于具体的人类

实践中，它总是“某种社会结构的活动”[13]26。体育本

质正是“社会结构活动”下“本体结构”在体育领域中

的体现。然而，“社会结构活动”与人类社会多方面活

动交错，如果沉溺于“是之为‘是’”本体思维方式，体

育的本质说坠入怀疑论的论调也不足为怪。

两种本体思维方式渗透于中西哲学理论，也侵染

了既往体育哲学的本体论研究。诸如：利用“属加种

差”的逻辑分析方法对体育下定义[14]，胡伊青加和伯纳

德·舒兹致力于对游戏做出相关本质定义，古特曼从历

史的角度对现代体育做出了多个层面的本质界定等，

都牵涉了“是之所‘是’”的本体思维方式；当代中国学

者基于体育实践中存在的“体认”模式，吸纳老子道家

思想并引申到对太极拳核心技艺的解释，将体育的本

质与整个中国文化基因结合[15]，或利用王阳明“知行合

一”的心学思想对中国武术的功理功法特征进行整体

化的生成式理解[16] 等。不同的本体思维方式既带来

了体育哲学本体论的独特视角，随之也带来了各自的

偏颇与未竟之处。在两种本体思维方式融汇的基础上

重新思考体育的本质，则能带来各取所长、辩证生成的

裨益。 

3　“体育是什么”之“是什么”：中西哲学背景

下的体育哲学本体论研究

本体思维方式凝聚于“是”之论，展开于“所是”与

“为是”两个向度，然而仅将人对体育的思考与论述置

于“是”论层面上无疑是空乏的，对体育哲学亦无法形

成有实际成效的理论意义，将“所是”与“为是”的向度

在“是什么”上进行归结就是本体论的理论构建方式，

也是对体育哲学本体论理论框架进行重建的起端。 

3.1　西方哲学下的体育哲学本体论研究：“是游戏”与

“是身体”
 

3.1.1　西方哲学本体论的理论展开

“是之所‘是’”与“是之为‘是’”作为两种本体

思维方式的总结与呈现，抽绎于西方哲学家关于“是”

与“存在”的认识与阐释，并在本体论研究的理论中展

开。从早期柏拉图的“理念论”到后期海德格尔的“基

础本体论”，既往西方哲学理论家主要将认识事物本体

的方法分为思辨的本体认知和体验的本体认知：前者

将事物本体视为抽象理念与思维的衍生，它能够从先

天的理念回溯中得来，具有先验性与普遍性，是“是之

所‘是’”本体思维方式的理论呈现；后者则认为事物

的存在来自人的具身感知，知识的获取也同样依靠人

的感知能力，呈现经验性与具体性，是“是之为‘是’”

本体思维方式的理论呈现。

针对两种本体论理论流派的争议，为克服由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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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的“独断论”与“怀疑论”两种倾向，使其既防止完

全以先天理念为瞻，又避免对经验知识（规律）的完全

沉溺，康德较早地提出以“先天综合判断”来对两种本

体论进行黏合，从而将“先天唯理性”与“后天经验性”

予以调和。但是他也在“对象符合观念”的哥白尼式

革命和“物自体的不可知论”的二难中难以折中，因为

前者以知性发起判断，将所把握的知识仅置于观念的

现象世界中产生独断，而后者凸显知性的限度——认

为“我仅仅是按照我有着特定结构的心灵允许的那样

认知它”[17]319，于是不可知的物自体推论又迫使人对自

身的知性能力产生怀疑。

因此，经过康德尝试性黏合之后的本体论理论框

架虽为西方哲学本体论后续发展提供了更多选择，却

在思维方式上仍主要倾向于在形式层面上认识事物本

体而缺乏实践性，这就导致西方哲学的主要本体论理

论依然处于分化状态，并在后期逐渐形成英美分析哲

学流派与欧陆哲学流派。前者以弗雷格、罗素、卡尔

纳普和早期的维特根斯坦为代表，倾向于以语言学、数

学与逻辑学为工具，侧重于以“是之所‘是’”的思维方

式分析、验证与澄清命题；后者则迈入以胡塞尔、梅洛-

庞蒂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更多地

关注身体体验与意识生成结构，倾向于使用“是之为

‘是’”的思维方式。建立在分化基础上的西方哲学本

体论逻辑展开并由之而呈现的两种本体思维方式，在

对于体育本质的讨论上也将形成不同的理论主张。 

3.1.2　西方体育哲学的分析哲学流派及其批判：体育

本质的“游戏说”

（1）“语言—命题”模式。康德虽然试图弥合唯理

论与经验论之间的隔阂，却强调先天的知性范畴对直

观经验感性杂多的作用，所以在知识获得的过程中更

高扬了人类理性的地位，这也就为后期黑格尔及其追

随者以绝对精神为主导的哲学思想建立进行了铺垫。

当这样一种唯心主义理论所导致的弊端逐渐显露，形

而上学化的概念也由之遭到滥用时，西方哲学便兴起

了众多反对“康德—黑格尔”式建构唯心主义体系的

哲学流派，其中就包括 20 世纪在英语世界占据主导地

位的分析哲学。分析哲学流派认为，哲学的中心任务

是通过语言分析来澄清概念，分析陈述或命题，以便发

现语言意义的基础和产生模糊的原因[17]450。

尽管拥有一个共同的中心任务，但分析哲学内部

对语言的功能与作用也存在不同的认知。其中罗素、

卡尔纳普和早期的维特根斯坦等认为，语言之所以有

意义是因为语词能够准确地代表事实并被构成为命

题，“命题中的词语会一一对应于相应事实的诸组成部

分”[17]452。在这样一种分析范式下能够利用语言对各

个事实命题进行逻辑澄清、证明与确定。与之不同，摩

尔、奥斯汀和后期维特根斯坦更注重语言在日常应用

中的多种功能表达，主张在语言的背后也不仅仅包含

一个逻辑构架，但是他们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思想与

概念的逻辑推演中。于是分析哲学既包含了在逻辑中

进行语言的命题建构，也包含了在日常的语言应用中

对原有命题加以消解，所以在分析主义视角下会形成

对体育本质展开思考和讨论的“语言—命题”模式，却

容易被分解为命题建构与命题消解两种取向，这就为

分析主义的“语言—命题”模式下因对体育本质的两

种截然相反的认知结果而走向理论困境埋下伏笔。

（2）体育本质的“游戏说”：命题的建构与消解。

对“游戏”的讨论深入体育哲学之中，“游戏说”在很大

程度上是西方体育哲学分析主义流派对体育本质进行

理论界定的主要理论来源，它的理论解释力与理论困

境相伴而生，集中凸显了“语言—命题”分析模式对于

人类体育实践形成的认识合理性与危机。哲学家舒兹

与维特根斯坦的“游戏说”成为其借鉴的主要来源。

舒兹在对“游戏”进行定义时，对能否依靠逻辑推

出一个准确的游戏定义产生过怀疑。他虽然通过对

“休闲活动”与“技术活动”两种身体活动进行对比，指

出游戏寄身于休闲活动之属并通过游戏目标、规则、

方法与态度四要素的契合构成游戏的定义，形成一种

较简单也较易于陈述的说法（“玩一场游戏，意味着自

愿去克服非必要的障碍”），但他后续仍然引述史盖普

克斯的口吻对四要素所构成的定义做出“太宽松”和

“太狭隘”的反驳：前者指的是“这个定义错误地包含

了不是游戏的活动”，后者则是可能“错误地排除了是

游戏的活动”[18]。舒兹这样既致力于做出一项明确的

游戏定义又时刻对可能出现的错误保持高度警惕的态

度，源于分析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下如果定义出现丝毫

的逻辑不足便会导致其逻辑严密性瓦解的危机感。

受分析主义的影响，舒兹为游戏找到一个精确语

言定义的逻辑推论，与卡尔纳普和早期的维特根斯坦

所秉持的“在所有语言背后的构架是一个逻辑的构

架”思想相一致，致力于利用语言进行命题建构。但是

当维特根斯坦意识到“我们的理智借助语言手段而进

高强, 周乐, 解忍. “体育是什么”的本体论沉思与当代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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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蛊惑”时，便放弃了其前期“语言只有一项功能——

给事物命名”的假定，发出“分语语法也许会引导我们

发现语言的某种逻辑结构，可是这就能证明‘所有语言

本质上有同样的功能和意义’这个结论是正当的吗”[17]462

的疑问，认定“分析就不应该在于对语言或它的意义进

行定义，而在于仔细描述它的用法”[17]463。分析主义哲

学的困境其实蕴含在其形成早期，维特根斯坦较早地

提出了反思，形成了“命题消解”模式。

虽然极少涉及体育，但是维特根斯坦的游戏论似

乎更受当代体育哲学学者的青睐。维特根斯坦在《哲

学研究》[19]59 中针对命题和语言一般形式做出批判，指

出如果一个人想说“某种东西为所有这些构成物所共

同具有，即所有这些共同之处的析取式”，那么“我会

回答说：在此你只是在玩弄字眼儿”。因为即便我们没

有对游戏做出一项明确的定义，“但当应用‘游戏’这

个词时，并没有让我们感到不安”[19]60。借此，他对有

人试图给游戏做出定义析取的行为进行质疑，并对“游

戏概念究竟如何被封闭起来，什么还是一个游戏，什么

不再是游戏了，你能给出界线吗”[19]60 做出了否定回

答。在他看来，诸“游戏”（棋类、纸牌、球类等）仅构成

一个家族，在这其中我们找不到“某种为它们都共同具

有的东西，但能看到诸多相似性和诸多亲缘关系”[19]58，

使用“家族相似性”这个词能更好地对游戏加以描述。

维特根斯坦不像舒兹那样为游戏划定了一条明确

的概念界限，却也以否定式的“游戏之所不是”的分析

式思维剔除掉那些不相似和非亲缘的特征而寻找到能

够帮助呈现肯定式的特征。二者均尝试在语言分析框

架下理解游戏，各自也会诱发不同程度的理解困境：舒

兹对于游戏定义的断言确然要考虑到是否精确的问

题，而坚持维特根斯坦只对于亲缘相似的确认而放弃

游戏的定义也可能走向唯亲缘论，最终形成概念中模

糊又矛盾的部分，做出“我虽然不知道游戏的定义是什

么，但根据所谓游戏活动的诸多亲缘特征，它并不是游

戏”的判断。鉴于体育从属于游戏[20]，二者对游戏的认

知存在不同，同时也为后续西方体育哲学在游戏的框

架内分析“体育是什么”的本体论讨论留下了相同的

概念难题，使体育的概念在“是之所‘是’”本体思维模

式下左右为难。

由语言分析主义对游戏能否被定义的观念差异引

申而来的体育本体同样面临这一正反难题，其背后的

本体思维方式依然与康德谈论“纯粹理性的二律背

反”相关联。在康德所筹划的“我能够知道什么”的认

知体系中，人的感性、知性与理性等 3 种认识功能被进

行区分，其中：“感性是感觉、知觉等接受的功能和时

空直观形式；知性就是理知、理解等功能；理性不同于

感性也区别于知性，是一种更根本更高级的东西，有时

十分神秘，有时又完全与知性同义”[13]218。在 3 种认识

功能下，他指出，对运用于经验范围、使世界被我们认

识到的知性概念而言，宇宙论的理念不是过大就是过

小[13]225。舒兹对游戏定义可能出现过大过小的担忧与

其相一致。然而，康德[21] 认为，根据宇宙论的理念，世

界被理解为一切现象的总和。现象的总和却又与物自

体相划界，对于现象无论存在怎样的认知永远不能等

同于物自体。维特根斯坦对于游戏本身的非界定性则

又与此相一致，游戏的定义远不足以代表游戏本身。

因此，无论是利用逻辑对游戏进行语言命题的构

建，还是以多种日常情境中的“游戏”应用来消解语言

命题界定，分析哲学中针对体育本体的“语言—命题”

模式会让其再次陷入“本体论”中的两种极端情况：一

是建构一项抽象命题使其成为“独断”；二是消解一项

抽象命题最终流于怀疑。分析主义下的体育哲学本体

论研究虽然与既往关于本体理解的经验论与唯理论固

执一方的偏执不同，既能以命题确立又能以经验观察

来分析真实的游戏是什么，但是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

思维方式仍然与“是之所‘是’”的本体思维相对照。

同时，在分析哲学上，后期的维特根斯坦主张通过亲身

观察和日常应用做出对命题之“是”的否定批判，这与

欧陆“现象学-存在主义”的体验式哲学方法存在一致

之处。 

3.1.3　西方体育哲学的欧陆哲学传统及其批判：体育

本质的“身体说”

（1）“意识—存在”模式。尽管后期的维特根斯坦

对利用逻辑对语言进行命题界定的分析方式进行了批

判，但在他看来放弃命题的界定并不一定意味着对事

物认识的疏远，相反，从积极的态度出发，它能在语言

的日常应用过程中找到打破“语言—命题”模式的局

限性途径，能阐释更多背后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这些意

义与价值也为认识事物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因此，与

分析哲学致力于在事实关系和属性基础上对命题进行

单一界定不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更倾向于在日常应

用的多情境中对语词进行哲学阐释，后者与欧陆哲学

产生了思想上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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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 20 世纪在英语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分析

哲学，欧陆哲学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的哲学表现出一种

不同的思想侧重，它以现象学传统为主要代表。首先，

受欧洲自然科学的影响，关于人的本质的讨论被还原

到物质性基础上，从而使人的精神性被逐渐否弃，这种

以物视人的本体观已严重触发了欧洲现代思想的危

机，让“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

定意义的问题”[22]。在此背景下，与康德对现象和物自

体的区分相反，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并没有对它们进

行绝对划分，而是避开了关于所谓事物的客观本性的

问题，以此“建议我们在人的经验范围之内更主观地探

究现象”[17]472，并回到自然科学之前早已存在的人的生

活世界中去。正是为了回到这一生活世界，胡塞尔利

用“悬搁”的方法来对一切现象、经验因素，尤其是自

然科学进行先入之见的剥离，“悬搁”到最后所得出的

就只剩下一个有意识的自我。因而，意识在胡塞尔现

象学中构成人与世界的本体所在。

在胡塞尔开启的现象学理论积淀下，以海德格尔、

萨特等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学者也将其关注点放在了人

而不是物之上，主张在整个经验现象中发现人的完整

性。海德格尔对既往哲学史中通过界定物对规定人的

做法进行批判，认为人不同于作为客观对象的物，而是

一种独特类型的存在——此在[17]479。作为独特类型的

存在就意味着我们不能靠如法炮制般地列举关乎事物

的“什么”来对其进行本质规定[4]15，恰恰相反，事物正

是依赖于人的目的而生成了“工具”意义，人也因不同

的目的对不同的事物做出选择。萨特也指出，任何事

物在世界上所具有的意义都取决于人们做出的选择，

甚至一张桌子的意义也是变化的[17]491。可见存在主义

在采用现象学主观性方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人在目的

下的筹划与选择等实践性问题。其中，前者以人的主

观意识作为生活世界的本体，而后者以人的具体实践

方式呈现世界的本体，二者共同形成了一种人在世界

中如何存在的本体论讨论方式，“意识—存在”的分析

模式也在这一背景下得以展开。

尽管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主流理论影响下，现

象学传统对于事物本体的讨论方式建立在对人的理解

上，但是由之形成的“意识—存在”模式对人的本质分

析仍需要被质疑。这表现在，“意识—存在”仅将世界

还原为意识，“作为历史总体的人类社会实践”[13]215 则

成为了虚无，导致意识的产生除了主体我之外没有其

他起源，从而陷入了意识的独断；或把人的具体筹划过

于紧密地附着于世界，以至当我们的存在投入世界时，

不能如实地认识自己[23]11，最终产生对自身存在的怀

疑。因此，为了整合意识中的“我思”与生存中的“我

做”，既能使其思想找到现实的根源，又能使人在世界

中的行为有所独立，梅洛-庞蒂将其本体论的着眼点放

置在身体之上。他利用身体的知觉为意识提供现实来

源，也为自身的行为提供知觉明证，认为“知觉不是有

意识采取的立场（意识在先），知觉是一切行为得以展

开的基础，是行为的前提”[23]5。于是在存在主义后期，

在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的推进下，“身体说”在“意

识—存在”的分析模式下逐渐将二者加以整合并形成

了以人的身体为中心的本体论讨论。

（2）体育本质的“身体说”。“身体说”是西方欧陆

哲学传统的“意识—存在”分析模式在体育哲学研究

的具体体现，对于体育本质的分析主要形成了离身思

考和具身实践两种取向。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将体育

的本质仅视为一种主观意识的产物，而后者将人对体

育本质的认识转化为人寓居于身体之中与世界发生关

联的一种方式，由此形成了离身的体育哲学本体论与

具身的体育哲学本体论。

Breivik[24] 从现象学出发探讨体育运动时，认为它

仅仅是胡塞尔致力于创建一种纯粹意向结构的结果，

最终将走向先验唯心主义。于是他认为，对体育本体

的讨论放置在海德格尔所主张的人类存在的基本过程

和结构中更为恰当，认为体育世界是一个“我-我、我-

你、我-社会和我-自然”的多维关系的展开，它们分别

对应于个人、（二人）对抗、团队与自然等 4 种体育类

型[25]。不难看出，为了避免胡塞尔意识结构导致的先

验化倾向，Breivik 致力于在人类存在的多重关系中形

成离身的体育本体，但是他并未为这些关系的存在找

到一项更为具体化和更具实践性的生成性过程，先验

化色彩依然明显。

与 Breivik 尝试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中发

现体育本体的多重关系维度不同，美国哲学家、前大学

篮球运动员德鲁·海兰则把对体育的本体思考与梅洛-

庞蒂的身体现象学相关联，展开了现象学传统中人的

具身实践一维。梅洛-庞蒂[23]198 虽也从属于现象学一

派，但其哲学思想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不同，他认为

“一切意识都是知觉的，就连对自我的意识也是如

此”，而知觉产生于我的身体之中，因此“我就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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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我自己的这两个因素（知觉和心灵）通过我的身

体在我的生活经验中统一在一起[17]495。Hyland[26] 在此

基础上指出体育活动的呈现不仅是一种心理意识的驱

动抑或是在多重关系（情境）中的展开，而是二者都存

于身体之上的整体实践。他为此对自己进行发问并回

答：“当我向篮下移动时，看到我的队友被切到，然后传

球给他。我是在‘思考’还是在‘肉体行动’？——唯

一明智的答案似乎是两者的合而为一。”迈耶则将这

种在运动中意识与身体之间的统一关系理解为“具身

化”（embodiment），并据此对当代体育哲学中仍然存在

的笛卡儿式身心二元论学说进行批判，进而向梅洛-庞
蒂的身体理论进行倾斜[27]。

在体育哲学的欧陆哲学传统下形成的“意识—存

在”模式，对体育本质形成了依于先验意识的离身思考

和始于知觉的具身实践两种分析取向。虽然它们大都

倾向于将体育的本质建立在人的存在中，但前者倾向

于在人的基本意识结构中搭建体育的本质，后者更加

突出具体的身体知觉对体育本质的规定。从两种分析

取向的差异看，它们在理论架构上仍遵循了康德对抽

象本体和具象本体的二分，当面对充满身体实践性的

体育时，欧陆哲学传统对体育本质的认识与分析或是

空洞的（在离身的意识中摒弃经验成为空的），或是盲

目的（在具身的实践中丢失理性）。这使体育哲学的欧

陆传统同样无法形成自圆其说的概念体系，理论理性

与实践理性衔接困难，也就预示着体育哲学学者对体

育本质的认识与体育的实践发展日渐分离。 

3.2　中国哲学下的体育哲学本体论研究：“目的说”与

“人本说”
 

3.2.1　中国哲学本体论的理论展开

中国哲学在理论展开的历史过程中同样存在如何

认识事物本质的争论，如墨子曾提出，“天下之所以察

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墨子·明鬼

下》），将对本质的判断建立在耳朵听、眼睛看等感官

知觉之上，较接近西方哲学中的经验论。孟子则有不

同的主张，认为人的判断基础在于非感官的心之思。

“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

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

子·尽心上》），这样一种由心知性则更类似于通过西方

哲学唯理论认识事物本质。由此可知，中国哲学在认

识事物本质的思维方式上与西方哲学具有一定的相似

性，也区分为以感官经验为本和以先验理性为本两种

方式。

虽然在中西哲学中都存在本体思维方式的分歧，

但两者在解决分歧的途径上形成了差异。西方哲学以

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将二者加以调和，在认识论上

确证知识来源，划定了在认识论层面上确定本体不可

知。与康德不同，中国先哲们大多将伦理学与本体论

相关联。如北宋的张载基于伦理学追求一种普遍必然

的永恒秩序、规律的道德式形上世界。他提出：“大其

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

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

下非一物非我。······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

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正蒙·大心》）其中，

“见闻之知”涉及感性经验对于外在之物的知识获取，

而“德性之知”表现为先验的理性观念[28]，但是这种观

念实际上并非对外物、世界的理智认识，而是一种“其

视天下无一物非我”的“天人合一”的属伦理又超伦理

的精神境界[29]209。于是，从张载的论述看，中国哲学形

成了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伦理性本体。

后期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也逐渐将理性和感知与伦

理秩序相关联，分别形成了以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

心学为代表的理论流派。朱熹指出：“未有天地之先，

毕竟是先有此理”，“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凡生于

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

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子文

集》）可见，朱熹将富有伦理性的三纲五常视为天地之

理，其根本核心在于要建立一种“‘应当’（人世伦

常）=必然（宇宙规律）”的观念公式[29]213，把伦理视为人

与物的本体，认为“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

（《四书集注·孟子·离娄下》）。与依靠理学创建伦理本

体不同的是，心学代表人物王阳明则认为天理存在于

人心之中，“道心”须通过“人心”的知、意、觉来体

现[29]225。他说：“忠与孝之理，在君亲身上？······若在

自己心上，亦只是穷此心之理矣”，“所谓汝心，却是那

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有天理。”（《传习录》）

因此，王阳明的心学并未将充满先验性质的“理”“性”

作为人在世上的本体，而是更加侧重于具有感性血肉

的心理情感一面。

从墨子、孟子、张载到朱熹、王阳明，关于中国哲

学中本体论的讨论也如西方哲学一样存在众多主张，

但与西方哲学中纯粹的理论思辨不同，中国哲学更多

地将其与具体的社会背景相联系，以外在的现实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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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反映人的世俗伦理生活。追求一种由理性精神主导

的天理与人性，其目的在于维护并巩固当时封建社会

统治的等级秩序，与之相反，感觉、情感的分析模式则

体现的是个体自我存在的“孔颜乐处”。直至近现代，

中国哲学仍然以一种认识论与伦理学不可分的整体视

角来探索世界的本体，却也受制于不同的理念分殊而

再次将本体做出多元呈现，譬如现代新儒家熊十力的

“体用不二”本体论思想以“心体、性体”为根本，李泽

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展开则以“情本体”为最终归

宿。前者注重以外在绝对普遍的伦理秩序对个体进行

规范，倾向由外而内的规定；后者则以内在心理情感对

外在伦理秩序进行消解和吸收，强调由内而外的自

觉。于是在充满伦理性的中国传统哲学中逐渐形成了

倾向于理性主义的“理性规定”和倾向于心理主义的

“心理转化”两种分析模式，并因此影响了中国体育哲

学本体论对于体育本质的解释维度。 

3.2.2　“理性规定”及其批判：对体育本质的“伦理—

科学”分析模式下的“目的说”

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不严格区分认识论与伦理学，

而是大多将二者进行整合以图建立一种人世间的普遍

道德秩序。秉持这一观点的宋明理学家便把人的日常

行为纳入普遍的道德秩序——天理之中进行审视。直

到近现代，由于受到西方科学和思想文化的影响，中国

哲学学者在西学东渐之风下逐渐意识到中西差异之

甚，也发现如以人的行为目的出发，认识行为与伦理行

为具有统一性，而对人的认识行为的科学认识在传统

的理学观念与封建等级制度下难以取得突破。因此，

科学在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中尚未获得独立之前，“理性

规定”首先表现为一种道德的规约。

在经过 20 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与“科玄论

战”后，注重逻辑推理、实验分析和因果规律的科学思

维方式逐渐以一种独立的姿态登上中国思想革命的舞

台。科学派在此强调人生观以及一切精神文明都可以

通过科学分析得到说明和了解，都可以做出因果律的

决定论的“科学”解释，其主张远比非科学的形而上学

作为意识形态更满足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30]57-58。

其后，在当时的思想潮流下，既往以伦理思考为主导的

中国传统哲学不得不在科学的强势冲击下重新思考未

来发展的方向，纷纷在普遍统一的道德天理秩序中挖

掘主客、心物、认识与伦理、因果与自由的对立关系。

于是“理性规定”导向是一种由外而内的规定，是从基

于道德的审视发展到规约再到科学的检验的思想过

程。随着近代以来西方体育进入中国，这种思维方式

弥散至对体育本质的认知中，形成一种“伦理—科学”

的本体讨论方式，表现为将体育视为实现某种特定目

的的“目的说”。

“目的说”受“伦理—科学”分析模式的影响，在

“理性规定”思维方式下对体育本质形成了为了实现

某种普遍性目的的理解：其一，认为体育的本质是将社

会伦理中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条目在体育实

践中得以实现，体育的本质与这些长久不变的伦理纲

要相一致，从而以伦理学中的“应当”来规定体育的本

质，实现应然性目的；其二，在以伦理的“应当”规定体

育本质的过程中，同时需要科学的认识论对其加以制

约，以实现科学性目的。在应然性目的下，学者倾向于

将体育认作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集体的社会行

为，如要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维持体育活动的正常运

行，道德上的指导、约束和规范必不可少[31]，这样体育

的本质实则被嵌合在一个统一了多种道德规定的社会

伦理目标体系之中，要求体育本质需要首先符合社会

的整体利益。然而，在“伦理—科学”的本体讨论方式

也受制于当时的社会语境——科学性目的的前提下，

体育中的人体生理机制得到了重视，与伦理性目的被

视为相互制约的因素。如有学者[32] 认为，由于体育中

存在大量的具身体验，科学的理论与方法需要转化为

对运动技能形成具体的、指导性的知识群。进而，持

“目的论”的学者[33] 以发展人的自然天赋为目的，对人

的自我牺牲、科技手段进行了调和。

中国体育哲学在“伦理—科学”的分析模式下形

成的“目的说”同样会渐入逻辑与历史的困局之中。

与人在感性层面上的情感相比，逻辑层面上充满绝对

性质的社会伦理秩序和自然科学规律就具有较高的绝

对性。以外在社会伦理纲要进行规定会使对体育本质

的理解趋向于一种无“人”的单纯物化之境，仅有客观

的规律和工具性目的，导致认为体育竞技就是在技术

的统辖下生产“超人类运动员”的活动[34]。二者均是

体育本体或对体育中的人的异化。于历史层面而言，

与支撑起西方现代体育生成的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和商

业革命形成反差，中国近现代对于体育的开展更多地

与民族主义背景相关[35]，在内忧外患的现实情境下，体

育一度被视为“救国强民”的工具。可以说，从鸦片战

争开始，西方体育在传入中国时就被赋予了极高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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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使命。在严复的“鼓民力”、康有为的“强民体”、梁

启超的“尚武精神”以及之后青年毛泽东的“体育于吾

人实占第一之位置”思想中，体育活动的存在意义无不

体现着强国强种的社会伦理目标。体育即等于民族的

发展。尽管如此，随着社会生产消费水平和综合国力

的不断提升，体育在倾注着众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

技的理念期待之下，受到政治干预、社会舆论和兴奋剂

等影响也不乏出现一些具体的异化争端[36]。“刘翔奥

运退赛事件”能够引起巨大舆论效应的背后所潜藏的

也正是体育要符合社会为其凝筑的价值期待还是个体

生物躯体的承受力之争。这样的事例使体育在符合伦

理目的时却不符合科学目的，在以科学进行论断时却

又与伦理相悖。 

3.2.3　“心理转化”及其批判：对体育本质的“情感—

心理”分析模式下的“人本说”

区别于“理性规定”，中国传统哲学还注重人的内

在心理转化，譬如王阳明的道心由人心生、戴震的以个

体求真实、谭嗣同的天理即在人欲中以及李泽厚的情

理交织等都将绝对先验的伦理秩序渗入了一定的主观

相对性，而胡适、丁文江、唐钺等近代科学派也主张树

立“科学的人生观”[30]59，从而更加强调人的心理本体

在面对伦理和科学时的能动作用。这表明，除了外在

社会的伦常纲要和自然界的生物规律外，我们的心理

还具有自由的情感与意志，它们成为中国哲学中本体

论讨论的又一分支。正是因为凸显了“心”的转化，才

有可能在理智的世界中注入情感的参与，同时在情感

的表达中又有理智的制约，它既包含情感的自由，又存

在心理的钳制。于是，在内在心理转化的本体论讨论

中便形成了“情感—心理”的分析模式。

不同于“理性规定”下对体育本体所形成的“目的

说”，在“情感—心理”分析模式下，关于体育本体展开

的讨论体现为“人本说”。胡小明[37-38] 便较早地提出

了人本观念，他发现由于长期以来受到军国民体育思

想和科学主义的影响，致使一谈起体育的本质即与政

治、经济相挂钩，认为体育是一种增强人体生物性效果

的活动，并以此在竞技中获得奖牌上的突破。他将这

一观念视为以增强体质为中心的“生物体育观”，其实

质是一种无人化的机械存在。为了避免体育完全陷入

生物学层次，他反向呼吁“人文体育观”的渐入，主张

在体育活动中实施人文关怀，倡导以人为本的理念，以

人的发展作为体育的根本。显然，“人本说”的首要着

眼点便是将体育的本质立足于人之上，既然不是以生

物科学为本、不是以竞技成绩为先、更不是以经济效

益为由，则更多地考虑人的感性情感的表达。

与胡小明所提出的以人文视角分析体育本质的思

维方式相近，袁旦[39] 进一步主张在“人本说”的基础上

建立一种人文体育观。相较于前者，他的深化之处在

于直接指出了体育的历史起源是我们这个有感性、有

意识的个体性身体，那些“目的论”的体育本质观是一

种工具理性观，所形成的体育概念是外在于体育生成

过程的“体育社会功能论”，而非内在于体育过程本身

的“体育本质功能论”[40]。由此，他较为明确地将自我

主观的感性和意识在体育的本质讨论中加以突出，并

与社会、政治、经济、生物的体育本质观形成区分。

尽管胡小明、袁旦两位学者都将人的感性情感、

意识和精神深植于以人为本的体育，但是二位也并未

全然否认其他体育本质观中的有益论述。例如，前者

曾认为，从德式体操到军国民主义思潮下的兵操，从盼

望洗刷“东亚病夫”耻辱的“野蛮其体魄”到如今的全

民健身时代，以增强体质为本的生物体育观即能言之

成理[37]。后者则从全局着眼，进行了“为了人类体育的

前途，从整体上对它进行理性的把握，又始终是必要

的”反思，在接受正确社会伦理目标的规范和引导的前

提下，既以人文性看待体育，同时也利用心理的调控引

入科学性，从而实现人文和科学的有机结合[39]。所以，

二者并没有完全把体育陷入情感主义的温床中，而是

以心理的反思与接纳来全面地认识体育究竟是什么。

当前有关体育本质的人本观念大都与他们的思想有一

定的关联。

如果说“目的说”视体育本质为一种外在规定，迎

合了中国宋明时期所遗留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

之风和近代为抵御外辱、强盛民族而兴起的科学之器，

那么“人本说”渗入了对个体意志的调节、情感的参

与，更多地表达着新时期体育承载的个人对美好生活

向往的情感。尽管这一情感无时无刻不受到心理的调

控，却会逐渐趋于理智而促成体育哲学的本体论。可

见，从外在的伦理到科学，再从内在情感到心理，从宏

大的社会运行到中观的人体生物规律，再到情感渗入

以及依靠心理的理制调节，虽然看似画了一个圆圈，在

本质上却是在中国哲学本体论讨论的视角下对体育本

质分析的一次思想跃迁。

尽管如此，新时代外部世界环境局势依然充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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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和不确定性，各类政治、经济和军事纷争频出，人

类机械工程与科学技术在竞争中不断迭代更新、占据

资源，移动互联网和数字革命也竞相展开，持续的物化

态势致使以人文精神为本的文化热潮在政治和科技面

前逐渐有褪去之势。在现实中，俄罗斯运动员受到“俄

乌战争”的影响而遭到各类赛事的抵制，体育中的人被

人工智能的算法所击败，比赛现场受到全方位的监控

等，均体现了外在理性对体育及人的影响程度之深，对

于其中是否合理的争论使得我们对体育的本质定义再

次产生困惑。因此，被“人本说”包裹起来的体育在

“情感—心理”的分析模式下容易与外部宏大的社会

环境形成冲突，造成对体育本质的讨论愈来愈缺乏解

释力。 

4　“体育是什么”之“体育”：体育哲学的人类学

历史本体论思维方式与理论重建

针对“体育是什么”之问，在明确与展开了“是”之

论与“是什么”之说的基础上，在中西体育思想与实践

交融基础上形成的体育哲学的本体论重建便是箭在弦

上。从中西哲学的本体论溯源中可以发现：当代西方

哲学本体论经历了以物为主的逻辑化语言、命题体系

化与以人为主的主体意识、知觉化间的互质过程；而中

国哲学本体论经历了从以外在理性为主发展伦理和科

技目的，到以内在心理为主调控人的情感和意志的转

换过程。随着明末西学东渐和近代洋务运动中体西用

等历史事实的发生，中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思想在双方

的交流和互鉴中最终都将人置于本体论的讨论中心。

即便如此，中西方哲学在其具体的现实背景下仍然对

人有不同的关注倾向：西方在分析哲学中将人语言化，

在现象学中将人身体化，导致在突出逻辑与存在的理

论理性时少有历史在其中的凝聚；而中国儒家哲学在

提出圣人的“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时更

加看重人在历史上的经世致用，但也往往因过于强调

实践理性，在面对机械革命的到来时忽视对人自身内

在情感的反观。所以，中西方哲学本体论在现今的合

流中尽管均将自身传统的分析模式加以凸显，但也潜

存着无历史与无人的情境，这就为新时代背景下本体

论的生成形成理论突破口。于是，一种关乎人的现实

生活和人的历史展开的沉思本体的思维方式与本体论

理论系统呼之欲出，为体育哲学的本体论带来变革

契机。 

4.1　人类学历史本体思维方式与概念理论框架

20 世纪 50 年代后，中国哲学界逐渐形成了中国

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合流的趋势，李泽厚

基于思想史和美学的研究，以孔子的仁学为主吸收和

消化康德、休谟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将本体归于历

史，形成了“人类学历史本体论”[41]。它是关于人的生

存本体论的一门学说，认为人的生存、生活和生命是一

种历史性的展开[42]151，其中包含“度本体”“工具本体”

“历史本体”“情本体”等多种本体的论断。在历史的

展开过程中，它既可以分成多种本体的具体化表达，也

可将其加以衔接而走向多种本体的综合，致力于呈现

人类历史的普遍性特征。

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思想的提出建基于横亘中国原

始文明到现代文明的巫史传统，具体划分为 3 个阶段：

首先，随着人类文明的展开，第一步是“经验变先验”，

即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早期的制

造和使用工具的生产过程建立起经验性知识，而不是

将当下的文明成果完全归属到西方柏拉图的先天理念

之中。其次，在原始时代“家为巫史”转到“绝地天通”

之后，巫成了君的特权职能[42]6。经由周朝周公制礼作

乐后，礼制在历史中成为约束与制约人的生命之

“理”，这就是“由巫到史”后的“由史及理”，概括为

“历史建理性”。最后，当人受到多重礼制的影响后，

孔子为了更好地教化于人，将礼更多地与“仁”相连，

强调内在心理对外在“理”的吸收与自觉遵从，这也就

形成了最后一个阶段“心理成本体”，即“情本体”的

衍生。

从思维方式的孕成与概念理论框架看，人类学历

史本体论基于中国文化背景，交汇于中西哲学理论体

系，从中既可发现中国的本体论形成轨迹，同时也消化

和吸收了西方的本体论思想。 

4.2　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视角下的体育本质分析

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将“整体的人”的历史形成过

程转释为“本质”凝聚的过程，这使人们对体育本质的

思考既规避了分析哲学带来的“以物观体”独断论，又

规避了欧陆传统带来的“以人观体”怀疑论，所以从历

史视角出发将对体育本质的判断融入人类社会文明的

整体进程，3 个阶段的密切结合不仅能够打破西方因

早期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后期分析主义与现象学派

之间在长期隔阂中所生成的抽象本体与具象本体的对

立，同时也能够将“是之所‘是’”与“是之为‘是’”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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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本体思维方式下的体育哲学本体论相整合。除此之

外，对于中国哲学外在理性主义以及内在心理转换的

两种本体观念的分层，使得以伦理和科学的历史为据、

以情感和人心为本的体育最终也将走向一种综合的道

路。这突出表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4.2.1　“经验变先验”——体育本质的实践生发

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承认人类一切现今的生产成果

均从经验性活动开始，这也就意味着体育最初也同样

源于人的经验性活动，将“太初有言”转化成“太初有

为”[42]233。由此为体育中的经验性内容建立了哲学基

础性根基，形成了体育本质从本能性到理智性的实践

生发过程。

体育本质首先是人类的本能性实践生发。从个体

到群体、人到人类的相关氏族、部落、民族和国家的转

变过程中，体育最初是在个体身上的游戏过程中体现

出来的。在个体的游戏中蕴含着“自愿、本能、娱乐与

玩耍”等特质，它是个人有意或无意的自我心理满足。

随着原始家庭和氏族的不断扩大，个体本能的玩耍慢

慢随着社会实践活动的不断展开，融入集体狩猎和家

庭劳动。如走、跑、跳、伏、投、攀以及协作和分工等

身体活动无不蕴含着体育的基本表现形式。与此同

时，在劳动和狩猎中使用和制造生产工具日益成熟，社

会生产力也得到了明显提高，在由氏族逐渐衍生为部

族以及国家时，原始居民开始形成了祖先崇拜和天神

崇拜。在这一背景下，为了不受外在极端天气和侵略

等因素影响，保证劳动的顺利进行和国家、部族的长期

稳定，《左传》中早已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记载，

祭祀与军事战争成为一个国家最为主要的两项大事。

这就从本能性实践跨越到了仪式性实践。

从李泽厚对古代历史中宗教祭祀画面的描述可

知，它们是一些沟通神明的盛典仪式，故而对参与者有

着十分严格的要求和规范，如衣饰、容貌、神情、姿态

和语言都要经过精心准备之后才可施行。除此之外，

还包括对“舞”的过程中繁细动作和高难度技巧的要

求，从而表达出参与者身心一体、天人合一的精神状

态，其主体思想并不是以祖先和神的意志为转移，而是

极力将它们的思想与自我保持一致，从而达到巫术和

祭祀的目的。事实上，“甲骨文里的巫字，与跳舞的舞

字就是一个字。巫就是舞，舞就是巫”[42]88。在巫舞中

会倾向于实现一种“迷狂状态”，“它是一种非理性或

无意识的强烈情感的展现和暴露”[42]12。人在游戏与

体育活动中的那种“迷狂状态”的“假装、表演、想象

以及娱乐”与在祭祀中巫舞的肢体行为表现有着近似

的情感体验。关于这点，荷兰文化史学家胡伊青加[43]

也认为：“仪式是嫁接到游戏之上的，但首要的东西是

且一直是游戏。”可见，借助仪式性实践，在游戏纯本

能性上增加了主体的思维，进而形成了理智性实践。

在李泽厚看来，至于祭祀之外的战争，原初居民更

会提升自身的军事智慧和搏斗技能，在身体的对抗与

交战中形成军事谋略与战略战术，正如春秋时期《孙子

兵法》所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

可不察也。”由于军事及战争的影响，金戈铁马与兵戎

相见除了在真实的战场上，也同时作为一种模拟战争

的智力游戏而产生，其中古代象棋的出现就与军事有

着最为直接的内在联系，棋盘上的车、马、炮、兵与战

场上的战车、战马、火炮与士兵一一对应。另外，围棋

也与战事谋略相关，东汉马融就在《围棋赋》中将围棋

盘视为战场，将每一步的落子视为用兵作战。象棋与

围棋可能都是从人类早期的军事行为实践中发源而来

的，而又指导着后人的军事战略制定与游戏技能谱

法。在战事之余，为了增进骑艺，战国时代的诸公子也

多有赛马的喜好，比如田忌赛马等。

综上，在历史本体论理论展开过程中，“经验变先

验”使体育的实践性本质得到了丰富，在体育哲学的本

体论层面上，将西方体育哲学传统中的“游戏说”、中

国体育哲学传统中的“目的说”进行统摄。但是由于

“经验变先验”大多在个体层面上论述，体育毕竟包含

社会与文化因素，体育哲学学者的论述也不乏文化维

度，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在“历史建理性”中实现了弥补。 

4.2.2　“历史建理性”——体育本质的文化积淀

在“经验变先验”下体育本质的实践性生发更多

地依赖各式各样的身体游戏，而显然从古代原初游戏

到现代体育，在肢体的操作（劳动）、仪式的表演（祭祀）

与武备的练习（军事）的发展过程中，人类理性、社会的

其他机制会逐渐渗透其中，焉知不会逐渐取代原初的

游戏特征，焉知不会被其他渗入的元素冲淡。这就需

要将本能性与人类历史意识中的理性进行整合，实现

体育本质的文化沉淀。

李泽厚[42]49 所提出的“历史建理性”描绘了人的理

性如何在历史意识的发展中逐渐沉淀，具体由“制礼作

乐”以及“纲纪天下”促使外在规范得到层层分化，条

例清晰，由“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使非成文的法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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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由上而下地笼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于是，礼制

下的行为范式将各项身体活动进行了明确划分，凸显

了更为明确的目的性，劳动的目的是生产粮食与工艺，

祭祀的目的是祈求上天给予所需与维护统治，军事的

目的是扩张领地或抵制侵略等。这大大增进了社会生

产力及其文化水平，同时也将人的行为贴上了各类礼

（理）制标签，成为社会符号化的系统象征。在礼制及

随之而来的人类理性能力提高的基础上，人类的生产、

生活、政治与军事活动就形成了独立的概念系统，导向

了一种“文化积淀”。

从本能性到理智性是体育本质的实践生成过程，

而体育本质同样需要具备区隔的功能，这就为“什么是

体育”与“什么不是体育”、“谁在体育中”与“谁在体

育外”间的区分提供了哲学依据。是否具有一套独立

的概念系统成为文化沉淀的判断标准，从而化解西方

体育哲学传统中“身体说”和中国体育哲学传统中“人

本说”所带来的怀疑论危机。“历史建理性”描绘的是

体育中人类理性的生成过程，但个体的理智并非白板

一块，体育的本质会以抽象概念的形式被人预先接

受。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在“心理成本体”中对此形成

了弥补。 

4.2.3　“心理成本体”——体育本质的情理结构

“历史建理性”的本体塑造过程为体育本质的展

开赋予了外在规范和制度外壳，然而历史建构的规范

与制度也会被历史所消融，体育本质的变革却与规范

和制度不同步，这就需要借助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心

理成本体”。它能够将前者的理性凝聚融浸到后者的

心理情感之中，以完成体育外在理制规范的内在转化，

使体育中的身体实践、规范制度与人的心理情感相融通。

李泽厚[42]118 分析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动荡

局面后认为，礼制与理性规定如果没有经由人的内心

的情感参与，仅仅依靠制度而落实在人的各项身体活

动中，是难以经受时间磨砺的。所以，孔子提出将

“礼”转化为“仁”，以承袭“经验变先验”开端后的巫

史传统，承认“吾与巫史同途而殊归者也”，打造一个

由“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和个体人格”四方

面组成的“情理结构”与“文化—心理结构”。钱穆[44]

也认为：“孔子主张以人参天，因心见性，与西方偏重纯

思辨纯理知的哲学家有不同，中国儒家思想更着重于

心的情感部分。”于是，由“心理成本体”所至的“情本

体”并不是简单的以人的情感作为存在的本体，而是经

由人的情感对外部理制规范加以融合与吸收，从而形

成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完整情理结构。

因此，借助“心理成本体”，学者对体育本质的判

断能够形成进一步突破：体育的本质并不是一种简单

的身体活动方式，也不是有理而无情的外在化产物，更

不是有情而无理的内在化创想，而是一个在体育的历

史与社会场域下实现其情理交织，有情有理的情理结

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西方“游戏说”“身体

说”与中国“目的说”“人本说”之间难以调和的思维

方式矛盾。

进而言之，“经验变先验”和“历史建理性”的思维

方式框定了体育本体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的“是之

所‘是’”，对其赋予了不同的身体活动形式和原则规

范形式，借此明确了体育在人类历史中因何而来与为

何而在，同时也以“心理成本体”的思维方式将二者加

以整合，并与人自身的心理情感产生动态的交融与互

动，为体育本质的“是之为‘是’”的继续生成奠定了新

的思想基础。这就为“体育是什么”中的“体育”注入

了能够包容“是”之论、“是什么”之说的可能性的情

理结构。换言之，当我们以哲学的方式思考“体育是什

么”时，虽然是以“是”之论为论述的逻辑结构，以“是

什么”之说为论述的目的，但是都不能脱离“体育”作

为一个“情理结构”在人的心理中的预先存在。 

5　结 论

将“体育是什么”的问题在本体论研究的意义上

转化为“是之所‘是’”与“是之为‘是’”的逻辑区分，

并在西方哲学主导、中国哲学主导与中西哲学融合背

景下进行体育哲学的批判演进式讨论，其目的并非取

消对“体育是什么”问题的持续追问，而是对回答该问

题时的目的设置、意义实现进行哲学沉思，在体育哲学

领域实现精进人类理性、为人类理性划界的哲学批判

任务。 

5.1　重建“体育是什么”问答逻辑

将“体育是什么”的问题在本体论上进行思辨逻

辑与历史逻辑的区分本身就是对多年来对此问题回答

的反思，由此可以暂且抛开体育是身体技能还是大肌

肉群运动等观点的争议，而首先需要肯定的是“体育是

什么”它是一个“问题”。它的“问题”特征是先于“回

答”特征的，这就使“体育是什么”同时既向人的经验

重新开放，又考量了问题的边界所在、问题与知识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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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关系[45]511-516。学者讨论“体育是什么”，固然是寻求

一个确定的答案，即关于“体育是什么”的“明确知

识”，但是“体育是什么”的问题本身是一种人类的“提

问”行为，它的前提是人对原有的在“体育”名下的内

容产生了怀疑。这种质疑与其说反映了体育名下内容

的转变，不如说反映了人的思维方式的逻辑转变，所以

得出的关于“体育是什么”的答案，与其说是一个“明

确知识”，不如说是在“提问”的牵引下诸多古今中西

的思维方式间张力的历史综合。体育哲学的总结即在

于将问与答进行历史与逻辑的分析，所给出的并非一

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而是给予人如何提

高认识与判断能力的途径。 

5.2　成为一个“懂得言说体育的人”

基于对问与答关系的哲学诠释，“体育是什么”之

问形成了丰富的哲学内涵，牵涉中西哲学思维方式，指

向形成一条提高人的普遍性思维能力的道路，但是回

归到体育实践中，如关于“体育是什么”问题的哲学研

究能够带来什么？本文举一例：对长久以来困扰体育

哲学乃至体育人文社科学者的“布迪厄之问”[46] 形成

一个尝试性回答，致力于成为一个“懂得言说体育

的人”。

布迪厄在《体育社会学大纲》[47] 中提出了“为何懂

体育的人不知如何言说体育，而懂得言说之人却无视

体育”。显然布迪厄是一个社会学家，他更多着眼于体

育在社会中的一种窘境，“一个知名学者可以在生活中

是一个体育的狂热‘粉丝’，而体育从来不会是他的理

论来源”，体育哲学致力于打造的“懂得言说体育的

人”可在人类的本体思维性层面上打破僵局。

以本体思维方式的逻辑形成与本体论理论体系的

思想史形成重建体育哲学的本体观，为成为“懂得言说

体育的人”形成 3 个层次的形而上学基础：“懂”与“言

说”之间的关系转变是人类关于“是”的普遍性理解的

具体化延伸，是人在形成关于体育的本质认识过程中

人的普遍性思维方式演进的不同阶段。“懂”与“言

说”的融合条件是，在“体育”概念的凝聚过程中需要

形成两个共同的经验基础：人的本体思维方式、哲学本

体论的理论、体育哲学的具体解释具有的共同经验基

础；个体心理过程与人类整体历史具有的共同经验基

础。融合条件自然蕴含了再次疏离的可能性，即当人

类的体育实践在地域上不停拓展和时间上延续后，

“懂”与“言说”在本体思维方式上重新在“是”的两个

维度上形成了离散，而体育哲学的本体论尚未形成理

论跟进与弥合，导致概念表述与心理认知上的断裂。

基于对“体育是什么”所问与所答的思辨逻辑重

思，对“布迪厄之问”的“懂”与“言说”的关系辩证逻

辑重建，就能看出“布迪厄之问”其实是横在体育人文

社会学学者面前的一个必然发生的历史困境，即古今

中西思想与行为方式交汇时，“是”之论与“是什么”之

说之间的逻辑稳定性被打破；也是一个偶然形成的历

史机遇，即一种或某种思维方式重新凝聚再度形成概

念重思与重释，重新打造人类思维与体育实践之间的

逻辑关联与思想史关联，从而彰显新思维方式的解释

力。由此，体育哲学的时代与理论任务不正跃然纸

上？“布迪厄之问”仅是对体育当前存在状态的一种

表达，随着更多的问题被发现，体育哲学的思考会愈加

深沉，理论亦会趋向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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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diversification  of  governance  subjects,  and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community
resources. Their common experience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descriptions and quantitative requirements in formulating indicators, the integra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hip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  amalgamation  of  objective  measurements  and  subjective
assessments  i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the  incorporation  of  macro-control  and  micro-regulation  in  the
governance  framework.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urrent  problems  of  standard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ports  services  in  China,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as  follows:  to  refine  the  formulation  of  standard
indicator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ealth  services,  to  strengthen  the  coordinated
implementation  of  standards  to  advance  the  continuous  enhancement  of  health  protection,  to  standardize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standards  to  facilitate  the  comprehensive  upgrading  of  health  surveillance,  and  to
optimize the execution framework of standards to support the refined governance of health equity, etc.
Keywords：basic  public  sport  service; standardization; equalization; healthy  country; Healthy  China; developed
country
Authors' address：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Hubei,
China
 
 

（上接第 14 页）

Ontological Meditation and Contemporary Reconstruction on "What Is Sport" Issue

GAO Qiang1,2，ZHOU Le1，XIE Ren1

Abstract：The  question  of  "What  is  sport?"  is  the  core  issue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in  philosophy  of  sport,  on
which  the  ontological  meditation  has  form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thought  and  theory  of  sport  philosophy
embodied in the changing process between the ontological thinking mod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ntological
theory  in  general  philosophy.  As  two  basic  ontological  thinking  modes,  "Being"  and  "To  be"  are  the  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e  ontological  thinking  of  sports  philosophy.  The  former  emphasizes  the  concept  of  ontology,
while the latter emphasizes its structure. Both of them have formed their own ontological theory evolu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of  sport.  The  Western  analy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continental
philosophy tradition respectively form the "game theory" and "body theory" on the ontological thinking on sport,
while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tries  to  mix  the  two  ontological  thinking  modes  to  form  the  "purpose
theory"  and  "humanism  theo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anthropological  historical  ontology"  integrates  two ontological  thinking  modes  of  "Being"  and  "To be"  into  the
generation process of human history and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so as to reconstruct the ontological research on
philosophy of sport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thinking mode of "question and answer", and establishes the human
general knowledge in sports practice. Then, in the field of form, it steps across the gap lying between "meditation"
and "speech" triggered by sports practice, and complete the reconsideration of sports philosophy theory and subject tasks.
Keywords：conception for sport; essence of sport; ontology; western philosophy; Chinese philosophy
Authors' addresses： 1.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2. Sino-French Joint Research Center of Sport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胡庆山, 姚泽滨, 刘璐. 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推动健康国家建设：域外经验与本土镜鉴

30


